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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文化与中国女性的媒介再现：
以 《纽约时报》 为例

李　 敏

摘　 要： 媒介在文本生产中总是在客观性和倾向性之间求得平衡， 专业主义理念是保证报道客观性的圭

臬， 但政治上的保守性和对负面消息的偏爱又使它们更容易关注负面新闻。 文章以 《纽约时报》 为例分析媒介

文化的这种矛盾性对中国女性媒介形象的影响， 发现媒介以复杂的态度呈现中国女性， 一方面以客观的手法避

免性别歧视， 另一方面又由于存在着对异族女性的偏见及民族中心主义倾向而使人物呈现负面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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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在西方媒介的涉华报道中是一个重要的被再现的群体， 是构成中国国家和民族形象的重

要符号资源。 西方媒介通常都声明禁止刊发具有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色彩的内容， 这为媒体客观地塑

造中国女性形象设置了操作理念。 但媒介从来不是在真空环境中运作， 报道内容和风格会受到包括传

播政策、 社会文化以及利益集团等外界因素的制约， 同时还受到媒介内部权力结构、 传播者的价值观

和政治立场的影响。 如果说外在环境不断变化， 媒介需要不断调整传播策略以保证其生存空间的话，
媒介文化则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它体现着媒介自身质的规定性， 对其内容生产的影响也更持久。 本文

试以 《纽约时报》 为例分析媒介文化对中国女性媒介再现的影响， 以期更加深入地了解西方媒介涉华

报道的规律。

一、 专业主义理念与禁止性别和种族歧视

新闻专业主义源于西方新闻工作实践遵循的一套基本原则。 这些原则包括： （１） 传媒具有社会公

器的职能， 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 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 （２） 新闻从业者是

社会的观察者、 事实的报道者， 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 （３） 他们是信息流通的 “把关人”， 采

纳的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 而不是政治、 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 （４）
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 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 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

或经济势力； （５） 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 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 而不接受在此

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１］在新闻实践中， 秉奉此一原则的新闻业界逐渐发展出一种 “专业主义

精神”。 在这里， “专业主义”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的概念远远超出了职业的基本社会学特征， 它包括一套

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 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 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

更高权威的精神和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① 建立于此种价值体系之上的新闻行业逐渐发展成一个

① 一些学者仍旧对新闻业是否已成专业有不同看法。 他们认为新闻工作者不需要像医生和律师那样要领取从业执照； 新闻行业的

自律不如医疗和法律等行业那么强烈， 机制也不那么完善 （ Ｔｈｅ ｎｅｗ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ｋ􀆰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 ｅｔ ａｌ， Ｕｒｂａｎａ， Ｉ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６： ９７－１１２）。 参阅， 陆晔、 潘忠党 􀆰 成名的想象：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

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 􀆰 新闻学研究， 总 ７１ 期。 不过， 这一套行规已经成为衡量并规范业务实践行为的主要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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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纽约时报》 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成形有极为密切的渊源。 该报创始人亨利·贾维斯·雷蒙德对 《纽

约时报》 的定位是： 成为高格调可以长久经营的报纸， 以 “道德精神” 和 “保守主义” 为前提， 客观

公正， 并提供丰富的背景资料以告知读者新闻事件的缘由及可能发展的趋势。 在国外新闻的报道上，
雷蒙德尤其注意使其不偏向美国自身的观点。［２］后来收购 《纽约时报》 的阿道夫·奥克斯也不走煽情主

义的道路， 他提出的报道原则是： 力求保证报纸以简明动人的方式提供新闻， 用文明社会中慎重有礼

的语言来提供所有的新闻； 即使不能比其他可靠媒介更快提供新闻， 也要一样快； 不偏不倚、 无私无

畏地提供新闻， 无论涉及什么政党、 派别或利益； 使 《纽约时报》 成为探讨一切与公众有关的重大问

题的论坛， 并为此目的而邀请各种不同见解的人参与明智的讨论。［３］ 以上理念都体现着新闻专业主义的

最核心的实质。 落实到具体操作上， 这一理念体现为词汇的选择、 议题的安排、 信源的使用等方面的

公正和平衡。 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 《纽约时报》 才得以在美国媒体和社会结构中确立不可替代的地

位， 能够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并给其他媒体设置议程［４］ 。 与专业主义理念相适应， 《纽约时报》 制

定了独特的 “新闻政策”， 其中就包括禁止对少数族群和女性的歧视， 比如： 新闻报道不得特别指出当

事人的种族、 宗教及经济、 文化背景， 除非明显与新闻有直接关系； 新闻报道也不能对女性有所歧视

与侮蔑， 等等。
笔者搜集了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纽约时报》 中涉及中国女性的报道， 共得样本 ６０１ 篇， 并对这些样

本中信源的采用、 人物行为的描述以及文本中对人物性格的描述等不同层面进行了分析。 研究发现，
该报对中国女性性格特质的描述中排前三位的分别是 “勤劳” （占所有特质描述总量的 ２６􀆰 １％、 文章总

数的 ４２􀆰 ５％）、 “积极主动” （占所有特质描述总量的 １８􀆰 ８％、 文章总数的 ３０􀆰 ７％） 和 “果敢坚强”
（占所有特质描述总量的 １８􀆰 ０％、 文章总数的 ２９􀆰 ３％）； 而 “多愁善感” （占所有特质描述的 ０􀆰 ４％） 和

“懒惰” （占所有特质描述的 ０􀆰 １％） 分别排在最后两位。 这组数据说明， 《纽约时报》 倾向于将中国女

性描述为具有正面特质的群体。
在对消息源的引用上， ６０１ 篇样本中有 ３０６ 篇没有引用来自女性的消息， 占样本总数的 ５０􀆰 ９％；

２９５ 篇将女性作为消息来源， 其中有 ２３０ 篇直接引用， 占样本总数的 ３８􀆰 ３％， 有 ６５ 篇间接引用， 占样

本总数的 １０􀆰 ８％。 由于可以被引用的消息源通常被视为具有一定权威性， 因而如何引用消息源除了能

够说明报道是否客观， 从社会性别的角度看还可以推测媒介如何认定女性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 而女

性能否通过媒介 “说话” 也标志着她们的社会地位。 女性主义者认为， 女性在媒介中被 “遮蔽” 的一

个重要表现就是失去话语权或表达机会。 本文得出的这一数据说明， 《纽约时报》 在很大程度上认为中

国女性具有权威性或者判断力， 并赋予她们表达的权利。
可以明确判断人物行为结果的报道一共有 ４７８ 篇。 其中有 ２４５ 篇对行为结果的描述是明显正向的

（获得成功、 获得帮助、 帮助他人）， 明显负向效果的一共有 １８０ 篇 （遭受损伤、 伤害他人、 未成功、
被处罚）。 这组数据说明该报能够较为充分地关注到中国女性的正面行为。

以上几组数据说明 《纽约时报》 关注到中国女性的积极正面的特质和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刻

意凸显对中国女性的偏见和歧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该报在一些微观语义层面上的修辞却也流露出

它一定程度的性别偏见。 以人物专稿和讣告为例， 在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０ 年的样本中， 共有关于宋美龄、 卓

琳的两篇讣告， 有华裔政治家赵小兰， 演员张曼玉、 刘玉玲、 黄柳霜， 李安的妻子林珍等人物专稿 ２３
篇。 在以上这些专门论及中国女性的文章中， 大部分对已婚女性的描述都刻意关注到她们的家庭生活，
显示出该报对中国女性的性别偏见和东方化倾向。

二、 政治上的保守性与 “他者化” 的中国女性

在美国， 媒介身处两党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 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 亲近某个党派从而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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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中流露出好感， 甚或进行大规模报道以支持其竞选和其他政务活动是媒介中常有之事。 《纽约时报》
也有明确的党派立场。 《读报》 的创刊人雷蒙是共和党创始人之一， 自其协助组织共和党之后， 《读报》
一直亲共和党。 不过在 １８８４ 年， 该报的第二任发行人乔治？ 琼斯反对共和党的总统提名候选人布雷恩

（ ＪａｍｅｓＧ􀆰 Ｂｌａｎｅ）， 这之后 《纽约时报》 政治立场发生转变［５］ ， 开始拥护民主党。
不过， 无论具体立场如何， 从整个产业的本质上来说， 美国的媒介仍旧是保守的。 它们身处政治、

各利益集团以及其他各种权力系统中间， 不得不在这些权力结构和自身利益、 专业理念中求得平衡，
也可以说， 为生存计， 无论亲近哪个党派都得与政府保持微妙的关系， 以维持其影响力和生存空间。
这样做的后果是， 大部分媒介会维持既有的社会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 因此， 尽管 《纽约时报》 的目

的是要 “给读者提供充分的信息， 让他们自己形成自己的想法” ［６］ ， 它也试图采用各种方式将这一理念

操作化， 但关于它是否真正不偏不倚依旧众说纷纭。 另有一些研究也显示在涉及到美国整体利益的重

大国际事件上， 《纽约时报》 的报道会与政府保持一致， 而不像它一直强调的客观公正。 譬如， 在海湾

战争这一问题上， 《纽约时报》 不时表现出某种摇摆的态度， 最终演变为对发动战争的支持。 布莱恩·
迈克尔·戈斯在分析该报对美国制裁伊拉克的报道时指出， 《纽约时报》 的报道采用了 “个人化” 的手

法， 即将针对伊拉克这一国家进行的制裁转换为针对萨达姆个人的制裁， 并且总是紧密追随美国政府

的主张， 避免报道涉及伊拉克难民及其制裁造成的严重后果， 即使有涉及此方面的报道， 也是轻描

淡写。［７］

这种政治上的保守性落实到具体的文本生产过程中则表现为一种 “以我为主” 的叙事逻辑， 即将

美国利益和根本的价值观， 尤其是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 “自由、 民主” 的精神概念， 作为呈现报道对

象合理性的重要标准， 将与美国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视为 “他者”。 在呈现中国女性的过程中， 这种 “他
者化” 的倾向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 即 “邪恶的” 女性和 “被救赎” 的女性。 “邪恶的” 女性是不同

于美国价值观念和威胁美国利益的人物， 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宋美龄。 关于宋美龄的讣告在描述宋美

龄的美貌聪明的同时特别强调她的权力欲、 凶残、 贪婪， （ Ｌｏｖｅｓ ｐｏｗｅｒ， ｅａｔｓ ｕｐ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ｌａｔｔｅｒｙ，
ｐｒｅｔｔｙ ｗｅａｋ ｏｎ ｈ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ｒｒｕｐｔ， ｐｏｗｅｒ－ｈｕｎｇｒｙ［８］ 。） “被救赎” 的女性则是非民主体制的受害者， 通常

被描写为中国社会制度的受害者， 尤其是在计划生育、 宗教、 民族等特殊议题的文章中， 这些女性呈

现出被动、 无辜、 无力的形象。 在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６ 日的一篇文章中， 该报描述了一位为了逃避计划生育

而偷渡到美国的女性的遭遇。［９］文章描述了她在接受采访时的恐惧： ｗｈｏ ａｓｋｅｄ ｔｏ ｂ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ｏｎｌｙ ｂｙ ｈｅｒ⁃
ｎｉｃｋｎａｍｅ， Ｔｒａｃ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ｓｈｅ ｆｅａｒｓ ｒｅｔａｌｉａｔｉｏｎ （该名女子害怕被遣返而请求报道时使用化名 “翠西”。）
Ｔｒａｃｙ ｓａｉｄ􀆰 “ Ｉｃｏｕｌｄｎ＇ｔ ｇｏ ｂａｃｋ ｔｏ Ｃｈｉｎａ􀆰 ” （翠西说， “我很害怕， 我不能回中国。” ）

在这类描述中， 中国女性的呈现基本上体现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立场， 即维护美国既存体制的

合法性， 而它奉为圭臬的客观性则更像是力求保证 “道德上的清高与平衡” 的一种手法。 因此， 尽管

《纽约时报》 被视为自由派的报纸， 但总体态度依旧是保守的， 它代表的是 “非正式的华府态度”， 在

涉及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的报道时带有一些偏见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也导致它在报道中国女性的时候遵

循美国主流政治观的框架， 以美国利益为中心， 流露出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

三、 对负面消息的偏爱与被贬抑的中国女性

媒体偏爱负面信息， 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受众的好奇心， 否则就有可能流失掉很多受众， 比如， ＰＢＳ
就曾经由于强调报道质量和正面消息导致收视率低于 ５％。［１０］ 另一方面， 媒体认为揭示社会中存在的问

题并尽力引导社会进行改革能够发挥 “看门狗” 的功能， 所以报道的价值不仅在于能否关注负面信息，
更在于其目的如何， 在于能否客观地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这一观念已经渗透到选择新闻事件和

制作新闻报道的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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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研究中也发现， 《纽约时报》 在涉及到中国的计划生育、 持不同政见者、 疾病等方面的题材

上常常出现负面报道， 而在这类报道中出现的女性大多是被 “贬抑” 的对象， 尤其是遭受制度性贬抑

的弱者。 对此， 曾经担任 《纽约时报》 驻中国记者的伊丽莎白做出过这样的解释： “我的目的不是提出

批评， 我的目的是提出真正的问题。” ［１１］比如， 在谈到为何以负面形式呈现艾滋病主题时， 伊丽莎白说，
“也有人说这是批评文章， 这是负面报道， 可是我想应该提出来， 告诉大家这些农民得了病。 我的目的

是帮助那些没办法让别人听到他们声音的人， 让别人听到他们的声音”。［１１］ 事实上， 美国媒介对美国的

报道也有很多负面消息， 美国人对此也心怀不满。 但这种负面消息不同于对中国的负面报道。 由于美

国人并不了解也不能亲身验证中国现状， 媒介报道的强化作用就更加明显。 因此， 尽管 《时报》 声称

一直在适时地协调正面和负面的文章， 但对中国一些公众来说， 这些负面报道仍旧占据了太多的

篇幅。［１１］

四、 结　 　 语

早在 １９４７ 年， 以哈钦斯为首的新闻自由委员会提出的报告——— 《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 就

将少数族裔的报道定义为道德问题， 《纽约时报》 提出的民主社会中新闻社会责任的 ５ 个标准中也包括

“媒体也必须是公共论坛， 必须无偏见地呈现社会各族群之形象［１２］ ” 这一准则。 尽管如此， 媒介在政

治上的保守性和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与专业主义追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一直存在， 而媒介偏爱负面消息

的本性又使负面事件更容易受到关注， 这都影响了 《纽约时报》 对中国女性的报道， 使中国女性呈现

出较为复杂的形象体系。 对我们而言， 也就不能简单地对 《纽约时报》 的报道进行是 ／ 非、 对 ／ 错、 客

观 ／ 偏见的评价， 而是要更深入地考察媒介自身定位、 编辑部内部权力结构及其政治理念等各种要素，
以更好地总结出媒介文本生产的规律。

参考文献：
［１］陆晔，潘忠党 􀆰 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 Ｊ］ 􀆰 新闻学研究（台北），总 ７１：１７－５９􀆰

［２］邵满春 􀆰 《纽约时报》的家族经营史［ Ｊ］ 􀆰 青年记者，２００７（５） 􀆰

［３］［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 􀆰 美国新闻史［Ｍ］􀆰 展江译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７􀆰

［４］［美］沃纳·塞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 􀆰 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Ｍ］􀆰 郭镇之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９：２６４􀆰

［５］［美］Ｍｅｙｅｒ？ Ｂｅｒｇｅｒ􀆰 纽约时报一百年［Ｍ］􀆰 何毓衡译 􀆰 台北：新闻天地出版社，１９６３：１１􀆰

［６］江卉，徐金 􀆰 《纽约时报》的新闻理念［ Ｊ］ 􀆰 采写编，２００９（２） 􀆰

［７］Ｂｒａ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ｏｓｓ􀆰 ＂ Ｄｅｅｐｌ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ａｑｉ Ｐｅｏｐｌｅ＂ ： Ｔｈｅ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ｒａｑ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１９９６－１９９８） ［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ａｉｎｔ Ｌｏｕｉｓ， Ｍａｄｒｉｄ Ｃａｍｐｕｓ， Ｓｐａ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２（１）： ８３－９９􀆰

［８］Ｆａｉｓｏｎ， Ｓ􀆰 Ｍａｄａｍｅ Ｃｈｉａｎｇ Ｋａｉ－ｓｈｅｋ， ａ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Ｈｕｓｂａｎｄ＇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Ｄｉｅｓ ａｔ １０５ ［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５， ２００３􀆰

［９］ Ｊｕｌｉａ， Ｃ􀆰 Ｍｅａｄ Ａ Ｓｌｏｗ Ｗａｒ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Ｍａｙ ２８， ２００６􀆰

［１０］Ｗｈｅｔｍｏｒｅ， Ｅ􀆰 Ｊ􀆰 Ｍｅｄｉ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Ｍｅｄｉａ ｗｏｒｌｄ： Ｆｏｒ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Ｍａ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 􀆰 Ｂｅｌｍｏｎｔ，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Ｗａｄｓｗｏｒｔ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９３：１９４􀆰

［１１］刘燕 􀆰 “好记者”首先是个“好听者”［ Ｊ］ 􀆰 新闻记者，２００２（９） 􀆰

［１２］胡兴荣 􀆰 新闻自律与新闻工作者的专业要求［ Ｊ］ 􀆰 新闻界，２００４（５）􀆰

１６


	2013学报第6期（最终稿）_部分60
	2013学报第6期（最终稿）_部分61
	2013学报第6期（最终稿）_部分62
	2013学报第6期（最终稿）_部分63



